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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犯罪率


吴士炜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城市与乡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社会犯罪率水平，尤其是刑事犯罪率也不断攀升。
基于中国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刑事犯罪率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
倒Ｕ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社会刑事犯罪率水平越高。此外，乡村流动人口率、失业率、城市人口密度与破案
率对刑事犯罪率也存在影响。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与劳动力市
场制度，降低城市准入门槛，缩小城乡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时，要重视犯罪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客观规律，在
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意降低社会犯罪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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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西方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城镇化与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城乡、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不断攀升，随着经济结构与制度不断完善，收入差距与犯罪率有所

下降，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之间呈现倒 Ｕ型曲线，并且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财产与暴力犯罪率水平有所提
高，政府加大对犯罪打击与惩罚力度，有助于降低犯罪率水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

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改革红利主要被城市利益团体与居民所

获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扩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与

失业率水平，推高了城市犯罪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产与暴力犯罪案件与人数不断增多。其中，检察

院每万人批准与逮捕人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３３１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２８，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由１９８６年的５４７
万起提升到６６５１万起。不断扩大的犯罪率不仅影响个人财产与人身安全，对构建和谐与法制社会也是
不利的，如何预防与降低犯罪率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所在。

一、文献综述

犯罪经济学兴起于西方世界，贝克尔（１９６８）首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社会犯罪问题，之后国内外学者
从收入差距、贫困率、失业率、人口流动、法律威慑力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１］国外学者中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７３）认
为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从事财产犯罪概率越高。［２］Ｔｓｕｓｈｉｍａ（１９９６）指出影响日本犯罪率的主要因素包
括：贫困率、收入差距与失业率，其中贫困率对刑事犯罪影响最大。［３］Ｃｈｉｕ（１９９８）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诱
发盗窃犯罪行为的攀升。［４］Ｄｏｙｌｅ（１９９９）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会扩大收入差距，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与失业者，进而诱发其从事犯罪行为。［５］Ｋｅｌｌｙ（２０００）对美国犯罪分析发现，收入差距
扩大是诱发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６］Ｆａｊｎｚｙｌｂｅｒ（２００２）利用３９个国家数据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失业率、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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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率是影响犯罪率的主要因素。［７］Ｉｍｒｏｈｏｒｏｇｌｕ（２００４）通过实证检验与理论分析发现，收入差距降低，尤其
是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降低社会犯罪率水平。［８］Ｓｏａｒｅｓ（２００４）从法律威慑效率对犯罪率进行研
究发现，犯罪处罚力度越大，有利于降低社会总犯罪率水平。［９］Ｄｅｍｏｍｂｙｎｅｓ（２００５）对南非调查发现收入差
距是影响犯罪率的主要原因，提高低收入福利对降低犯罪率有显著影响。［１０］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５）指出收入不平
等是诱发刑事与财产犯罪的主要原因，贫困率与失业率对犯罪率也存在相关性。［１１］Ｃｈｏｅ（２００８）认为美国
低收入者，尤其是黑人为从事犯罪主要人群，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利于降低刑事与财产犯罪率。［１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２０１１）通过研究发现贫困率越高，从事财产犯罪人群与概率越大。［１３］Ｃｅｒｒｏ（２０１３）对阿根廷分析发
现，收入不平等与失业率越高，个人从事犯罪概率越大。［１４］

国内学者中胡联合等（２００５）指出居民之间、城乡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会提高社会总体犯罪率水
平。［１５］陈屹立（２００８）认为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失业率、贫困率、个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从事犯
罪行为的主要因素。［１６］陈刚等（２００９）指出大规模人口流动，特别是省际流动会扩大城市犯罪率水平。［１７］

陈春良和易君健（２００９）通过分析发现相对与绝对收入差距增大均会导致刑事犯罪率攀升。［１８］史晋川和
吴兴杰（２０１０）指出一方面流动人口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降低犯罪率水平，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与其
他群体之间收入扩大会加剧社会犯罪行为。［１９］吴一平和芮萌（２０１１）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基尼系数越高，刑
事犯罪率越大，政府加大对福利支出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降低犯罪率。［２０］张冲和孙炜红（２０１３）认
为城镇失业率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与财产犯罪呈正相关性，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有利于降低其从事犯

罪的概率。［２１］陈硕和刘飞（２０１３）利用“自上而下”方法调查发现，犯罪率快速上升的同时，犯罪社会成本
不断扩大。［２２］徐宏发（２０１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与威慑效应是影响中国犯罪率的主要原因，惩罚
力度对财产犯罪影响不显著。［２３］黄艳敏和张岩贵（２０１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对维持社会稳
定有重要作用。［２４］国内外学者从收入差距、失业率、流动人口等角度对犯罪率分析文献较多，但目前国内

未有文献验证犯罪库兹涅茨倒Ｕ型在中国是否适用，本研究从经济增长角度验证犯罪库兹涅茨倒Ｕ型存
在与否。

二、理论分析

（一）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立案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刑事、民事与行政违法犯罪案件不

断攀升。其中，刑事案件包括：杀人、伤害、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盗窃、财产诈骗、走私等；治安案件

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打架斗殴、偷窃财物、盗窃、敲诈勒索等；公安机关通过检察院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检察院批准与逮捕案件包括：公安和监狱机关提请逮捕、危害国家与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权

利、侵犯财产等。本研究中公安机关刑事／治安立案（起／万人）＝公安机关（刑事／治安）立案／总人口，检
察院批准与逮捕案件（起／十万人）＝检察院批准与逮捕案件／总人口。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
（治安）立案与检察院批捕情况见图１。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公安机关刑事与治安立案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治安立案数量与增长
速度远超刑事案件，检察院批准与逮捕人数及案件呈小幅上升状态。由于中国公安机关在１９９６与２００１
年对犯罪实行严打政策，１９９７与２００２年刑事与治安犯罪率有所下降，尤其是暴力犯罪。但２００６年之后
刑事与治安案件呈直线上升趋势，不断扩大的犯罪率会影响社会稳定与个人安全，预防与降低犯罪率刻

不容缓。

（二）公安机关刑事犯罪情况

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杀人、伤害、抢劫、强奸与拐卖妇女儿童属于暴力犯罪；盗窃、财产诈骗、伪

造货币与走私属于财产犯罪；国外还包括贩毒、违禁物品交易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暴力与财产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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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公安机关刑事（治安）立案与检察院批捕情况

例与人员数不断增多，主要以财产犯罪为主，尤其是盗窃案件。中央与地方政府为有效控制犯罪率水平，

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６与２００１年实施严打，通过提高破案率与惩治力度，以降低个人犯罪潜在收益与提高犯罪成
本，进而达到降低个人犯罪的概率。本研究中公安机关财产／暴力立案（起／万人）＝公安机关（财产／暴
力）立案／总人口，详情如图２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２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公安机关暴力与财产犯罪立案情况

从图２可以发现，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与破案率二者之间呈现明显负相关性。刑事立案
从１９８６年的每万人５０９起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４８３８起，破案率从１９８６的７９２％下降到４２８６％，破案率
降低是刑事犯罪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财产犯罪中以盗窃与诈骗为主，１９８６年二者值分别为３９６与
０１４，２０１２年上升到３１６４与４１，其整体波动趋势与刑事犯罪相近；而暴力犯罪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与
２００２年有所下降。不断提高的刑事与财产犯罪不仅影响个人财务与人身安全，也对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三）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情况

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两

极分化程度不断加剧，低收入者、贫困者与失业者生活在城市底层，个人幸福感远低于城市中高收入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诱使其从事犯罪行为，特别是财产犯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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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长，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犯罪者从事犯罪活动获取的潜在收益，但城乡分治使得改革

红利主要被城市居民与利益团体获取，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大量涌入城市，由于农民工

人力资本水平不高，获取工资与报酬相对城市居民相对较低，会加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本研究城乡收

入差距（万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详情见图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３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情况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与人均 ＧＤＰ呈递增趋势，城乡收
入差距相对值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７期间及２００９年之后呈小幅下跌情况，其余年份均呈上升的趋势，并且在
２００９年达到最高值３３３，而ＧＤＰ增长率呈波浪式波动趋势。贝克尔指出犯罪是基于成本 －收益分析的
理性行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尤其是贫困者从事犯罪获取的潜在收益提升，并且人均

ＧＤＰ不断提高，犯罪者通过犯罪活动从个人尤其是高收入者中获取的收益也呈递增的趋势，会进一步加
剧其从事犯罪的概率。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库兹涅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通过分析发现，各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即经济
发展初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随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呈下降的趋势，库兹涅茨倒 Ｕ型曲
线在分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适用性。本研究选取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从人
均ＧＤＰ与刑事犯罪率关系角度验证犯罪库兹涅茨倒 Ｕ型曲线是否适用，并从城乡收入差距、失业率、破
案率与城镇化角度对刑事犯罪率进行分析，其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全国刑事犯罪及其影响因素

变量 含义 计算方法 单位 预期符号

ＣＲＩＭ 刑事犯罪率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总人口 起／万人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ＧＤＰ／总人口 万元 ＋
ＧＤＰ２ 人均ＧＤＰ平方 人均ＧＤＰ×人均ＧＤＰ －
ＲＡＴＥ 破案率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破案率 ％ －
ＧＩＮＩ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 １ ＋
ＦＬＯ 乡村流动人口率 （乡村户籍人口－乡村人口）／户籍人口×１００ ％ ＋
ＵＮＥＭＰ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经济活动人数 ％ ＋
ＵＲＢ 城镇化率 城市人口密度 百人／平方公里 ＋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ＥＰＳ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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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检验

为验证犯罪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在中国是否适用，本研究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软件，从短期与长期角度定

量分析中国刑事犯罪率影响因素，短期利用 ＯＬＳ模型进行分析，长期通过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具体结果

见表２、表３。
表２ 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ｄｅｌＩ ＭｏｄｅｌＩＩ ＭｏｄｅｌＩＩＩ

Ｃ ８．１９（３．７９） －２４．５４（－３．５０） ３６．２７（４．８９）

ＧＤＰ ２２．４８（６．２２）

ＧＤＰ２ －３．３７（－３．３９）

ＲＡＴＥ －０．５０（－８．５０）

ＧＩＮＩ ９．９４（２．９６）

ＦＬＯ ２．３３（６．５６）

ＵＮＥＭＰ １６．４１（２．６０）

ＵＲＢ ０．３８（２．７１）

Ａ－Ｒ２ ０．８２ ０．９０ ０．９６

Ｆ值 ６２．２０ １２２．７５ １９１．０７

ＤＷ值 ０．５１ ０．７４ ０．９７

　　注：表示１％显著性水平线拒绝原假设。

　　表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模型 阶数 特征值 Ｔ值 ５％水平下临界值 Ｐ值

ＭｏｄｅｌＩ

不存在 ０．５７ ４１．１５ ２９．８０ ０．００２

最多一阶 ０．４９ ２０．０７ １５．４９ ０．０１０

最多二阶 ０．１３ ３．４３ ３．８４ ０．０６４

ＭｏｄｅｌＩＩ

不存在 ０．７９ ５６．８５８ ２９．８０ ０．０００

最多一阶 ０．５０ １７．２３ １５．４９ ０．０２７

最多二阶 ０．００１ ０．０３ ３．８４ ０．８５７

ＭｏｄｅｌＩＩＩ 不存在 ０．５８ ３８．８７ ４７．８６ ０．２６５

　　通过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发现，刑事犯罪率与ＧＤＰ、ＧＤＰ２、ＧＩＮＩ以及ＦＬＯ之间存在长期相关性。ＣＲＩＭ

＝２８９７×ＧＤＰ（９７６）－１３５２×ＧＤＰ２（４６１），ＣＲＩＭ＝９２１×ＧＩＮＩ（１８２）＋２８２×ＦＬＯ（２３０），括号内代

表ｔ统计值，与预期符号相符合。
本研究基于ＯＬＳ回归与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发现：不管在长期还是短期，刑事犯罪库兹涅茨倒 Ｕ型曲

线在中国成立。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城

市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促使低收入者通过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提高个人收

入水平，暴力与财产犯罪不断攀升，居民个人财产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加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变迁朝着良好的方向前进，城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与就业制度得到不

断完善，并且全社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增加较高，城乡、城市与农村内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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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不断缩小，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者人数不断下降，个人从事犯罪潜在收益下降、隐性与显性成本上

升，从事财产与暴力犯罪概率下降，进而降低社会总体犯罪率水平。这说明刑事犯罪库兹涅茨倒 Ｕ型曲
线在中国得到较好的检验。

同时，研究发现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城乡收入差距与乡村人口流动率对刑事犯罪率影响系数均为

正，并且是高度显著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通过制定户籍制度将社会划分为城市与农村，形成城乡二

元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城乡分治由此产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发展，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改革红利主要被城市居民与集团获取，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

构表现愈加明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从乡村流入城市，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入

城市给城市就业与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只能在城市中从事底层工

作，工资与福利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并且由于户籍制度约束，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

方面受到歧视，相对于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犯罪概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犯罪行为。

从表２模型ＩＩＩ中可以看出，在短期中刑事破案率有利于降低刑事犯罪率，而失业率与城镇化率对刑
事犯罪率影响为正，与预期相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个人从事财产与暴力犯罪案件与

人员不断攀升，政府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６与２００１年对犯罪进行严打，导致１９８２、１９９７与２００２年犯罪率出现短暂
的下降，说明公安机关通过严打，以提高破案率与惩罚力度，有助于降低总体犯罪率水平。当失业率水平

较高时，城市失业人员增加，失业者尤其是贫困者，迫于生活压力会从事犯罪行为，以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进而提升社会总体犯罪率。城市人口密度越高地区往往也是经济越发达地区，当个人获取就业概率越

低，其从犯罪中获取的收益也相对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犯罪率的提高。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４ 格兰杰因果检验

ＭｏｄｅｌＩ Ｆ值 ＭｏｄｅｌＩＩ Ｆ值 ＭｏｄｅｌＩＩＩ Ｆ值 ＭｏｄｅｌＩＩＩ Ｆ值

ＧＤＰ→ＣＲＩＭ ３．２６ ＦＬＯ→ＣＲＩＭ １４．０ ＲＡＴＥ→ＣＲＩＭ ２．２７ ＵＮＥＭＰ→ＲＡＴＥ ２．３８

ＣＲＩＭ→ＧＤＰ ０．８１ ＣＲＩＭ→ＦＬＯ ０．２７ ＣＲＩＭ→ＲＡＴＥ ０．５５ ＲＡＴＥ→ＵＮＥＭＰ １．５２

ＧＤＰ２→ＣＲＩＭ １．２３ ＧＩＮＩ→ＣＲＩＭ ０．２０ ＵＮＥＭＰ→ＣＲＩＭ ３．００ ＵＲＢ→ＲＡＴＥ ０．８９

ＣＲＩＭ→ＧＤＰ２ ０．７６ ＣＲＩＭ→ＧＩＮＩ ５．４０ ＣＲＩＭ→ＵＮＥＭＰ １．７６ ＲＡＴＥ→ＵＲＢ １．５１

ＧＤＰ２→ＧＤＰ ５．５ ＧＩＮＩ→ＦＬＯ ４．８ ＵＲＢ→ＣＲＩＭ １．４６ ＵＲＢ→ＵＮＥＭＰ ０．６６

ＧＤＰ→ＧＤＰ２ ２．７２ ＦＬＯ→ＧＩＮＩ １．２７ ＣＲＩＭ→ＵＲＢ ２．５１ ＵＮＥＭＰ→ＵＲＢ ４．４０

　　注：、表示１％、５％显著性水平线拒绝原假设。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在表４模型Ｉ中人均ＧＤＰ是刑事犯罪率的格兰杰原因，人均 ＧＤＰ与其平
方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ＩＩ中乡村流动人口率是刑事犯罪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而刑事犯
罪率提高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而扩大刑事犯

罪率水平；模型ＩＩＩ中刑事犯罪破案率提升是犯罪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失业率上升是犯罪率上升的格兰
杰原因，ＣＲＩＭ与ＵＮＥＭＰ是ＵＲＢ是格兰杰原因，ＵＮＥＭＰ是ＲＡＴＥ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犯罪经济学起始于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的犯罪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国内外学者从居民收入差距、失业率、
人口流动、贫困率、犯罪威慑力等角度对刑事与财产犯罪进行分析，涉及时间序列与面板数据。本研究基

于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均ＧＤＰ与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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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城市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促使低收入者从事刑事犯罪行为。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社会整体福

利水平提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犯罪潜在收益下降、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整体犯罪水平，并且城乡收入差

距与乡村流动人口率在短期与长期对刑事犯罪影响为正。在短期中失业率与城市人口密度对刑事犯罪

率影响为正，刑事破案率越高，法律威慑力越强，有利于降低刑事犯罪率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要认识到社

会犯罪率水平也不断攀升，尤其是刑事犯罪中的财产犯罪。不断扩大的犯罪率不但影响居民财产与人身

安全，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不利的，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犯罪率将成为

未来经济学界研究重点之一。

为有效降低社会犯罪率，首先，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构建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与养老保险体

系，并加强对农村职业技能与教育投入，通过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其获取工作与报酬的概

率，从而降低城乡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其次，要放宽城市准入门槛，允许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

市就业，与此同时要改革劳动力市场制度，降低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并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五险一金方面

给予更多的公平性待遇。再次，要对城市低收入者、贫困者与失业者给予足够的救济基金，降低城乡贫困

率与贫困者贫困程度，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惩罚力度与破案率，增强法律威慑效应，以降低犯罪率

水平。最后，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之间存在客观关系，国内外学者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于经济发

展的同时降低犯罪率，尤其是刑事犯罪率，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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